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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经征局的设置与州县财政改革 

梁勇
1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咸丰同治以后，随着三费、夫马、津贴、捐输等田赋附加与厘金的征收，州县在财政方面拥有一定的

自主权。清末推行新政，政府经费支出大增，增加税收，强化省级财政的权限，平衡州县财政收支成了当时财政改

革的方向。本文主要以清代巴县档案为分析史料，详细地考察了四川经征局的运作实态，认为四川经征局的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省级财政统筹和各类税收的稽征，有利于各州县的财政平衡，同时也削弱了州县的财权。 

【关键词】经征局；州县财政改革；巴县档案 

咸丰以前，清代四川州县财政的主要来源为地丁项目的存留及州县自行收取的耗羡、平余及各种陋规。咸同军兴，伴随着

各州县出现的军事化进程，州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自 1901年起，随着一系列新政措施的出台，各项改革需款甚繁，州县税收

稽征的压力大增[1]。面对此一局面，州县应对的方法无非是所谓的“借资民力”，通过开辟各种新的“税”和摊派予以应对。但

这又带来几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各州县将这些新增的税或者捐，部分截留作为州县行政之用或州县官员据为己有；二是州县之

间因税收多少不同导致行政经费不均；三是新增的各类税收、摊派，往往由不同的公局征收，这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的同时，

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以致出现“州县一级比之于省一级所征税课更加复杂零乱”[2]的局面。 

既有的研究表明，晚清的财政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央集权财政体制渐趋瓦解，督抚甚至“具有与中央政府

讨价还价的本钱”[3]。另一方面，地方督抚亦通过新设专门的税收征收机构，加强各类税收的征收力度，提升省级财政统筹能力。

同时也希望通过“收支两条线”的处理方式，达到匀定州县财政，筹集新政各项事务经费，以便更有利于新政各项事务的推广。

本文即以经征局为例，对清末四川省与州县的财政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经征局设立之前的四川州县财政改革 

光绪初年，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废除各州县推行已久的征收夫马费、节寿规礼费以供州县开支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州县的财政收入。为了改变州县财政短缺的局面，丁宝桢加强了省级财政对州县财政的转移力度。光绪四年（1878)冬，四

川开办黔边盐务，征收盐厘。光绪五年（1879)，丁宝桢决定“即于黔边盐局收积、平余、备公项下，酌量提出成数，视各道、

府缺，分别繁简，均匀分拨，准其备文赴局领回，作为办公经费”[4]。如每年给川东道银一万六千两，重庆府银八千两的办公经

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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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州县各类支出大增，如何增加州县的行政经费，提升州县在办理新政各项事务中的活力，促进新政事务在各州

县的展开，当时的疆吏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袁世凯上奏朝廷，建议整顿吏治，将州县各项陋规一律

裁汰，改归公费。袁世凯在奏折中提到，直隶各级官员因廉俸微薄，办公支出浩繁，“不得不取给予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

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5]。这些规费有的可能被州县官

员贪污，化作私有，也有可能作为州县支出的一部分。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袁世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收受陋规的州县官员

“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在此基础上，给各州县每

月 50至 1000 两不等的公费银，作为州县的开支使用[6]。简单地说，袁世凯的方案主张采取化私补为明补，达到杜绝规费被州县

官员挪为私用，同时也能解决州县之间行政经费不均的目的。但袁世凯的方案中没有提及由谁来征收、管理这些规费。不管怎

样，袁世凯的改陋规为公费的方案得到清廷的认可，清廷的上谕称：“兹据袁世凯奏请，将旧有规费，责令和盘托出，化私为

公，酌给公费，实为整饬官方起见。此等风气，各省皆然。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

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 [7]。袁世凯推动的改规费为公费的改革方案，“各省督抚反应并不积极”[8]，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

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先后奏称，其所在省份早已按照该方案在做，实在没有再改的必要。 

但袁世凯方案中提及的酌给各道府厅州县一定数量的行政经费的主张，却在此后的地方财政改革进程中得以推行。光绪三

十二年（1906)，清廷准备将各省财政统一，地方各类税捐由省级税收机构统一征收，以期实现各州县财政与行政的分离。 

二、赵尔巽的财政改革背景 

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当时四川的州县财政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四川各州县的行政经费困窘。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赵尔巽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大多数州县财政收入相较于他省州县较少。“他省州县有应得

之款，如漕余、平余[9]、火耗、税契各项陋规”，而清代四川各州县不收漕米，有平余的州县也较少，夫马经费也不多，全省总

共只有十余万两。第二，四川各州县既有的人款，也非“实数可稽”，州县政府每年的税收可能都不一样，“有任著名大缺而

亏累巨万，有署边简小缺而盈余多金，不但提取难施，抑且优瘠莫定”[10]。换言之，各州县尚未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经常性的

经费征收体系。第三，原有的征款欠账较多，完不成既定的征税目标。 

其次，税收征收的过程混乱、公局林立，加重了粮民负担，也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耗。这表现为原来的征税体系过于凌乱，

不同的田粮附加由不同的公局征收，给粮民缴纳赋税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开支与不便，也增加了征收的成本。光绪三十年（1904)

署蓬州知州李龙彰就谈到该县地丁、津贴、捐输分征所带来的麻烦，“蓬州地丁、津捐，向分三处完纳。因户房逼窄，在禹王

宫征收地丁，在天圣宫征收津贴，三费局征收捐输。乡民完一粮，扯一票，即须耽搁一日，若统完三项，必须耽搁三日。甚至

书吏舞弊，故意勒揹叠算，直有迟至四五日，始能完纳者。”[11]时间上的耽误不说，由于分割三处，粮民在缴纳钱粮过程中，

增加了工本费，也增加了火耗银。在程序上，如果三局所缴纳银两能够一起缴纳，粮民只需上缴一次白银，但现在三局分纳，

白银必须分成碎银，增加火耗之费。每次缴纳，都要扯票一张，缴纸笔费银二分，若合三为一，则能省银四分。同一性质的赋

税征收，却分设三局，徒增运行费用。另外，公局林立还造成人浮于事，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人工薪资。蓬州三局各局都有局

书十余人，三局共有五十余人，这还不包括二十多名局绅，“分处办事，则靡费太多，而薪工亦巨”[12]。 

第三，陋规太多，各级官员、书吏借征收之机，中饱私囊。公局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按亩或按粮摊派，这为各种加派、陋

规提供了机会。光绪元年(1875)四川布政使的一份告示称，“至一切善举，只准劝募绅富，量力输将，概不准按粮按亩，借端

摊派，亦不准再有房厘、田税等捐；倘敢故违，或将滥捐附入正捐，影射摊派及以摊捐托为绅捐，捏饰禀陈，一经查出，官则

撤任严参，绅则提省重办”[13]。从上述清廷官方文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各州县在征收津贴、捐输等田赋附加中，存在着较为

严重的“滥捐”“摊捐”的情况。后来发展到“甚至地方官之私亏之款、赔累之资，亦由民间按粮分摊”[14]。地方州县征收的

津贴、捐输盈余，往往被地方官员或差役以各种理由侵吞、挪用。 

第四，旧有的契税征收弊病甚多，特别是每次官员交接之际的“炮税”做法，损失了大量契税，减少了州县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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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也就是田房产业等不动产的交易税。清代四川各州县并没有统一的征收标准，大致每百两征契税银一至二两，按季申报。

就全省契税总量来说，据《四川款目说明书》载：“川省田房契税每岁仅征银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两，是为原额”，后来经过三

次加派之后，至清末经征局设立之时，契税银达到四十八万两[15]。 

清代四川各州县的契税实行包税制，“由各厅州县征收申解，有余则为各厅州县办公之用”[16]，这为后来的炮税埋下了伏

笔。何谓炮税？“州县临去任，减价税契之谓也”，地方官员离任时“张示晓谕，一减再减，上下相诱，几同列肆。官既恃此

弥补所亏，民亦贪此图省小费，上司亦恃此拨补摊捐，积习相沿，由来久矣”[17]。放炮的时间不同，名称也不一样，民间有倒

炮、恩炮、太平炮之说。放炮所得之款，“大致官得其八，幕友及家丁共得其二”[18]。炮税的存在危害甚巨，民国《合川县志》

对炮税的形成及危险有这样的描述，“州县向来所恃，不在平余、不在陋规，而在不经不正之炮税”，也就是州县官员离任前

为吸引民众交税，减价征收，“他省税契一间有暗地私减，然为数有限，秘密而不敢宣。独川省视为固然，张示晓谕，一减再

减，上下相诱，几同列肆。官既恃此弥补所亏，民亦贪此图省小费，上司亦恃此拨补摊捐”。此后，民众都愿意在官员交替之

际交税，“必待交替俄顷繁扰喧杂之时，乃纷沓而至”，但这样的税“无籍可稽，无数可考，即询问本员所入实数，亦不能确

知”[19]。如巴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常税契价一百十二万三千零五十两，炮税契价四十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七两，炮税所占

比例为 38%;光绪三十二年（1906)常税契价七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两，炮税契价四十四万五千六百九十四两三钱，炮税所占比例

高达 59%[20]。这显然无助于州县建立常态性的契税征收体系，预估每年的契税收入，方便上司对州县的税收稽查。同时，州县官

员为了在离任时能征到大量的契税，不得不“平时联络绅团，宽待书役，则交卸之日，各图分润……否则虽民间愿税而绅团阻

挠，房书积压，可以制官缓急而肆要求盈虚之数”[21]，给衙门书吏鱼肉百姓提供了机会。 

赵尔巽推动建立经征局最重要的原因是试图剥夺州县财权，增强省的财政统筹能力，平衡州县行政经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

九月二十七，四川总督赵尔巽上《设局试办经征事宜折》，内中提到四川当时除了厘金和盐厘有专门的机构征收外，税契、肉

厘、油捐、酒捐“无不由州县经手，且无不有额定摊数，官绅丁书通同分润，在所难免”[22]。而契税主要是通过包缴方式征收，

各州县每年将所应解的额数缴足后，“富余之数，历无收支册报，故地方官可以将税则随意伸缩”[23]。这给州县官员提供了极

大的中饱私囊的空间。赵尔巽进一步认为，“从前凡有税捐新增之款，无不归地方官经征，贤者例取平余，不肖者多所侵蚀，

而丁书差役之染指，不知凡几……皆由地方官兼理财之故。”[24]限制州县官员的财权，是消除契税、肉厘等捐税征收弊端的重

要手段。因此，赵尔巽决定夺削弱州县官员的财权。 

三、四川经征局的设立与运行 

同治以降，州县财政不均衡局面凸显，赵尔巽创办经征局的目的在于“匀定府厅州县公费”，因为“各属缺分繁简不同，

若不预为筹算，恐苦乐不均，吏治有碍”[25]。而“川省州县之不均，甲于他省”，历任四川总督都为匀定州县公费进行过改革

或努力，“或为各缺酌盈剂缺，或饬调查各属出入款项，无非为均缺起见”[2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赵尔巽对四川各州县的公费收支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对州县财政推行“收支两条线”，

设置专门的税收征收机构，取消州县对契税、鸦片厘金等的征收权，将全省契税由省统一。同时根据各州县政务繁忙程度，进

行财政转移，补贴州县的行政办公经费，“按地方之繁简，定公费之多寡。泸州、成都、华阳、巴县、万县五处为最繁，每年

各给公费银二万两。其余则自一万二千两以迄千两不等，最少者亦年给四千两”[27]。 

赵尔巽财政改革要点有二，首先对全川州县进行等级划分，并给予相应的等级行政经费补贴。赵尔巽以“政务繁简、税契

多寡，路途远近”为标准，将四川各州县分为五等。第一等为最繁要之区，包括成都、华阳、泸州、万县、巴县、富顺等六县，

每年各补贴公费银一万二千两，外加八千两缉捕、津贴等经费，合计两万两，六县共需银十二万两。第二等为繁要之区，每年

各给经费银一万两，该等级州县共十四个，包括邛州、酉阳州、资州、叙永州、打箭炉、简州、涪州、绵竹、江津、遂宁、宜

宾、仁寿，共需银十四万两。第三等级为“繁缺”“边缺”，包括绵州、江北厅、永川、铜梁、开县、渠县、三台、中江等四

十三县，每年各补贴公费银七千两，共需银三十万一千两。第四等为“中缺”，包括马边所、雷波所、南川县、云阳等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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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每县各补贴公费银五千两，共需银二十二万五千两。第五等为“简缺”，包括天全、新繁、茂州等三十五县，每县每年给

公费银四千两，共需银十四万两。全川厅州县合计一百四十三县，公费银共需补贴九十二万二千两。该项公费银由布政司按季

给发。赵尔巽希望通过此次改革，达到厘清地方契税，“嗣后无论何署、何事，永不准再有摊捐名目，以杜流弊”的目的[28]，

并一再重申此后“再敢私取民间分文者，以赃私论”[29]。 

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也为了舒缓经征局推行过程中的阻力。赵尔巽将各州县原有的摊捐各款，不管是“部摊经费”还是

与地方善举有关的经费（全省总计约在白银二十万左右）全部取消，各州县所缺经费统一由经征局补贴。这样经征局每年补贴

州县公费总数白银约计一百一十万两左右。另外，四川每年还需向朝廷上交税契银四十余万两，两数相加，“必须税契收至一

百五十余万金，方能相抵”[30]。宣统二年，因部分府、厅、州县公费银不足，又进行了加增，江津、涪州、江北、长寿等四十

三厅州县，每年各加银一千两；广元、云阳、江油、剑州等四州县每年各加银二千两，二者合计共加银五万一千两。 

其次，设立专职的税收征收机构——经征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尔巽在成都总府街设四川经征总局，“以藩司总其

成”，委任候补道员为总局的总办、会办，下设契税、酒、油、肉、糖等科，另设总务科，办理不在上述各科内之事。各级办

事人员的月薪，总办为三百两，会办二百两，各科科长一百二十两，一等科员八十两，二等科员五十两，三等科员三十两[31]。

同时在各厅州县设分局，委任各类候补官员为委员。与地方上其他公局不同，各县经征局委员不是由州县县令而是由布政司委

任，从人事上剥夺了州县对经征局事务的干涉。 

四川经征总局成立后，赵尔巽发文明确省经征总局与各州县经征分局的征税对象。“除地丁、津贴、捐输暂归州县经征外，

所有税契、肉厘、酒税、油捐，统归经征分局委员经征”[32]。换言之，州县只能征收传统意义上的田赋及其附加税，而其他各

类税由经征局征收。同年（1908)，经征局接手四川各地肉厘[33]的征收。不久，经征总局的征税范围扩大。宣统元年（1909)九

月一日，四川厘金总局事务并入四川通省经征总局，包括附设之烟土买卖总行。该月初七，四川经征总局转发四川总督赵尔丰

的批文，将四川厘金总局所有事务转交四川经征总局处理，“照得该局（四川厘金总局）事宜已并归经征总局办理，所有银钱、

关防、文卷、簿据等件，均应克日移交接收，以便分别筹办……定于九月初一日，将厘金总局事务，及附设之烟土专卖总行，

一律移交，移请查照”[34]。自此以后，各地的厘金委员均由四川经征总局任免。如宣统二年（1910)正月，重庆香国寺厘卡委员

候补知县陆良照因事辞职，四川经征总局委任试用直隶州知州周金浑接办，并将任免通知抄送了巴县[35]。 

各州县经征局均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以后，如云阳，“光绪三十四年，赵尔巽督蜀，剔牧令中饱以治新政，别

置经征局管粮税杂征，委员赁民舍治事”[36]。 

再来看巴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巴县奉令设经征局于县城督邮街，经征委员为试用通判高铭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底，因事务繁忙，经征委员高铭申建议新增稽查委员一名协助征收，推荐官膏局庶务刘福润充任。巴县经征局征税的范围，

据宣统元年巴县经征局给巴县的移文中说，凡“本地劝工、保甲、新加肉厘一款并归敝局代收”[37]，经征局征收的税种为契税、

肉厘、酒捐、油捐。巴县经征局共有绅董、司事、杂役四十余人，每月薪工、伙食、纸张经费需钱四百余千文，但巴县经征局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的各项办公费用总共只有钱三百千文，差额一百千钱。由此可见，州县经征分局成立之初，面临着办公经费

不足的局面。 

各地经征局内的开销其实也不小，调任四川总督之前，赵尔巽曾担任盛京将军，主持奉天省的财政改革事宜，四川经征总

局的运行与管理就是仿照奉天省所办章程办理，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经征局的经费使用情况，“以税契所入勻为五成，提五分之

三申解总局为正款，以五分之二为经费。各分局于五分之二内又分为十分，于十分内扣几分为局用薪费，以扣余解缴充总局之

用，再有余，则仍拨充公费。其法，税人多则用费增，税入少则用费减，员役薪工，一切费用不烦考核，无滥支之弊，法至善

也。”[38]可以发现经征局所征契税，上缴的只占到总数的 3/5,另外 2/5 大都转为局用，这个比例似乎过高。从档案资料看，四

川各州县经征局提取所征经费的一成作为各局内司书的津贴及年终奖励，这一提留比例也得到西方观察家的确认。1911年12月，

重庆署海关税务司斯泰老（E.Von Strauch)称：“为着支应这些新局的经费，各局收数的 1/10 拨为保留款项，其余 9/10 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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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库。”[39]如肉厘，宣统元年（1909)二月，巴县共宰猪 10271只，共收厘钱 1027100 文。按照规定，留十分之一作为经征局办

公经费，即 102710文，上缴肉厘钱 8216000 文，支付二月巡勇口食及管带薪水钱 36000文，存钱 880174[40]。 

有些税收，原由衙门来征收，改为经征局征收后，就涉及衙门与经征局税收分成的问题。如宣统元年（1909)，巴县开征房

产税，每银一两征二钱，所征银两七成归经征局，三成归衙门户房。 

经征局设立后，地方官员“只负协察督催之责。自此各邑政权、财权遂截然分立”[41]，“州县不得与闻税契事”[42]，“州

县官之利夺矣”[43]。虽然地丁、津贴、捐输由衙门户房征收，但却不能截留作为州县之用。因此，各县的经征局长事实上掌握

了地方的财权，正如民国《大竹县志》所称“清末，经征委员分管财政”[44]。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经征局与州县之间的关系。 

四、经征局与税契的征收 

前已谈及，四川经征局所征之税主要包含四大类别，契税、肉厘、酒捐和油捐。这四类税种均属包缴性质，包缴人分别为

州县衙门和地方包税人。经征局成立后，强化了对契税的征收，也部分改变了肉厘、酒捐、油捐的征收方式。 

首先来看契税的征收，乾隆以前，全川契税共征银仅二万八千余两，“嘉庆十六年，加盈余银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两，是为

加征；光绪二十年，加派银十万两，是为酌增；二十七年，加银三十万两，是为新加”，共计征银四十八万[45]。各州县的契税

征收标准和总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治年间，巴县“额定契价每两三分二厘”，光绪四年时，年征契税“一千零三十余两”[46]。

各州县新增契税银达到原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由于清政府对契税的征收推行包税制，契税的增加意味着州县政府从中牟利的

概率增加，到晚清以至有“川省州县号为优缺者，多亦悉赖此”的说法[47]。各州县经征局刚成立，便加强了对民间偷漏契税的

缉查。宣统元年（1909)二月初十，巴县经征委员给县令的一份移文中称，“民间买卖田房产业，限定立契二十日内照例投税，

如有包揽隐匿，逾限不税，照例罚办”，他们查到去年腊月，该县土主场民户周渭滨，以银五千五百两买到青木场周覃氏名下

田业。经征局多次派局勇前去催缴契税，但周渭滨一直未缴，经征局希望巴县衙门能够派差催唤周渭滨，追缴契税[48]。 

再看肉厘、酒捐、油捐的征收。清末巴县城乡共有场镇九十余场，每年的契税、肉厘、酒捐、油捐有十余万两。肉、酒、

油三税的征收由各场绅士主管，各乡的首事一般都为家境殷实之人，“免致侵挪舞弊”。征收方式由各场首事“按月缴厘来城”，

具体来说，肉厘“以一成开支乡场首事”，作为首事的佣金，另外“每收厘钱一千，扣支辛力钱五十文外，每路十里扣支运费

钱三文”，作为将钱运往县城的费用。乡场肉厘、油捐、酒捐征收难题在于这些税钱从乡场运往县城过程中的运费。按照规定，

油捐、酒捐“乡首每钱一千，扣支辛力钱四十文，以十文缴作城局经费外，将底子每千十文津贴乡首运脚之用”。但这种征收

方式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乡场每个月的油捐、酒捐钱其总数不多，所提留经费远不足运费的开销，如“距城远者，

或百余里，或二百数十里不等，经收肉厘每月多者不过四五十千，照章所扣辛力亦仅二千数百文，用作口食尚且不敷”，这导

致“每有更换一人，均必再四推卸，视若畏途”[49]。 

经征局成立后，对肉厘、油捐、酒捐的征收做了一些变化，“向来均系通融办理，各乡首事按月呈缴厘税钱文，悉令易银

呈缴，即将肉厘应扣之运费，酒、油两项之底钱，作为首事缴厘往返口食，及雇人工赀簿据纸笔之费”，也就是说，允许缴纳

白银，这无疑有利于减少运费，但也存在着“乡场银价向较城中高昂，每两或七八十丈或五六十文不等”的问题[50]。 

从全省的角度来看，四川经征总局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初一开始运行，“委员专收田房契税及酒、油、肉税”[51]，

第一个征收年度（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至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共收正杂税银二百零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五两，宣统元年（1909)

全年收正杂税二百三十九万二千两，二年收至三百万两，三年收二百八十余万两。而全省各州县每年所需公费为一百一十万两，

再加上弥补摊捐杂款的七十万两。每年四川“多则年有盈余百余万两，少亦数十万两”[52]。四川经征局设立的第一年，全年所

征税款达到了五百余万两，“居全省岁入之一半”，其中又以税契一项收税最多，“较之从前地方官原收之数实多三倍以外”，

“肉厘油捐酒税等项亦皆征收足额”[53]。经征局的设立，可以说增加了契税等四项税的征收总量，强化了省级财政统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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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从省的层面推进新政局面的展开。 

五、经征局与州县的财政收支 

各州县经征局设立后，所征之款留下一成作为局内开支，而州县的行政办公支出，新政的各类开销均由各州县经征分局划

拨，也就是所谓的“将地方行政随契附征各款悉由局中代收，按月移县拨支”[54]。州县官员、衙门各房各班吏役按季前往经征

局领取行政办公经费。巴县档案中保留有大量的巴县知县到巴县经征分局领取办公经费的“领照”。如宣统二年（1910)九月，

巴县知县廷继在他的领照中说，“窃照本县，应领自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到任起至九月底止，秋季分公费并缉捕津贴等费，共

银四千三百八十八两八钱八分，每百两扣三分平银三两，共应扣银一百三十一两六钱六分……实应领九七平银四千二百五十七

两二钱二分”[55]。衙门各房各班也留下了他们领取经费的“领照”。如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八，经征局移交给衙门春季缉

捕津贴四千八百五十两，秋季缉捕津贴为四千二百五十七两二钱；宣统三年（1911)春季缉捕津贴为三千九百九十九两[56]。 

除此之外，地方上的一些新政经费也由经征分局支付。“一县之中旧时若三费、若宾兴、若科场经费、清末推行新政学校

费（本县学校、重庆府中校、法政学校、懿行女学校、体育学校、重庆府综核所）、游学费、自治费、建筑议会费，皆于是焉”
[57]。巴县档案中，保存有大量各新政机构领取经费时留下的“领照”。如宣统三年（1911)六月初十，巴县劝学所绅董李政齐领

到该所春季办公经费四百两[58]。巴县衙门的办公经费也是向该局承领。如宣统元年(1909)春季，巴县衙门向巴县经征局支领了

办公并缉捕经费五千两；秋季公费四千三百两；冬季公费五千两[59]。 

我们注意到州县经征局所征收得契税、肉厘、油捐、酒捐，有着特定的支出方向，经征局实为代征。宣统元年（1909)十二

月，巴县经征局共收契税银二千七百零四两，其具体支出方向为中学堂经费银一千八百零二两，学校册费银二百二十五两，宾

兴二百二十五两，育婴二百二十五两，三费保甲二百二十五两[60]。宣统三年（1911)三月税契一百一十九契，共征得银九百八十

八两八钱，其中包括代征的学堂经费银（征收标准加抽八厘)六百五十九两，学校册费银（征收标准加抽一厘）八十二两，宾兴

费银（征收标准加抽一厘）八十二两，育婴经费(征收标准加抽一厘）八十二两，三费保甲经费（征收标准加抽一厘）八十二两
[61]。 

州县需要新的地方行政或新政支出时，由州县当局提出加税申请，报经省级主管部门批准，交由经征局执行征收，再由经

征总局将征收上来的钱粮转给州县当局按照当初的计划使用。如宣统三年(1911)二月，巴县经征分局贺姓委员、巴县正堂阮开

铨共同出的告示称，经巴县议事会提议，四川总督批准，巴县每契价一两加抽四厘，每酒一斤加收钱四毫，由经征局代征，作

为自治建筑经费。宣统三年（1911)七月，共征得契厘三百二十九两六钱。八月份征得契厘九百八十八两八钱[62]。又如按照四川

经征总局的通令，民众田房交易使用的官契，每张要征收工本银一两，这一两以七钱申解总局，一钱作为经征局经费，二钱作

为地方官门的办公经费。如宣统三年四月，经征局就契税所征，拨款三十八两给巴县，作为房书家丁的办公经费[63]。 

经征局的这一改革在实质上是削弱了地方的财权，使各县不能任意使用地方各类加派来支付各项支出，当然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州县官员、吏役借征税之机贪污中饱私囊的机会，其结果招致州县的普遍反对。宣统元年（1909)年，第一次四川省谘

议局会议召开，大会通过议案，要各州县经征局保留一部分征款，作为该县的行政费用[64]。 

为全面管理经征局转移过来的行政经费，巴县地方当局成立了公款收支所。对巴县政府来说，经征局负责地方税收的征收，

而负责支出的则交给公款收支所办理。比较有意思的是，公款收支所执事由县令委任，而不是由布政使任免。后来，公款收支

所后并入各州县成立的财政局，改称地方财政所[65]。 

我们来看宣统三年（1911)三月份、五月份巴县公款收支所收支细目[66]。 

三月份。巴县公款收支所接收经征局移来三月份各项契厘银二千零五十七两，该月共支出银二千零五十六两。具体情况如



 

7 

下表。 

表 1该月巴县公款收支所的支出情况表 

局所 支出银两 局所 支出银两 

劝工局 六十四两 保甲局 六十四两 

育婴局 一百二十八两 劝学所 一千二百八十六两 

县会 五百一十四两   

五月份。巴县公款收支所收到经征局移来银三千九百四十四两，本月共支出银三千五百八十七两。具体支出情况见下表。 

表 2 五月巴县公款收支所的支出情况表 

局所 支出银两 局所 支出银两 

劝工局 二百七十四两 老育婴 九十两 

三里冬防 一百三十五两 巴县农会 六十五两 

城董事会 一百三十三两 巴县习艺所 一百两 

三里习艺所 一百八十五两 镇乡自治研究所 一百八十五两 

农事试验所 六十九两 南城坪蚕桑试验所 三十四两 

县会 五百二十两 行政经费 三百四十七两 

镇乡巡警总署 一千四百二十两 委员夫马费 每人每月五元 

分析上述两表，我们似可得出以下有关结论。首先，从收支金额来看，经征局每个月转移给巴县的行政办公经费、新政各

项事业的费用大致在银二三千两之间。其次，从支出来看，巴县劝学所及镇乡巡警总署为开支的大户，而劝学与兴办警政则是

晚清新政的主要内容，这说明清政府推行新政对州县来说，的确加重了其财政负担，也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第三，一些

传统的公局，如保甲局、育婴局，经征局也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其原因，应该是这些公局所举办的事务与地方公益有关，当

然也属于地方自治的范畴。 

六、结论 

经征局的设立改变了州县政府在契税、厘金等税收中的主导作用，削弱了州县政府的财权，调整了咸丰以后省与州县的财

政关系，更有利于强化地方督抚在清末财政体系中的作用，这使得省与州县的关系变得紧张。1908 年，针对部分州县官员对设

立经征局并由其征收契税所带来的抵制情绪，四川布政使在一份公文中予以严厉训斥，“各处印委，每多误会，禀揭纷来，此

争彼讦，可谓不识政体”[67]，就是省与州县财政关系矛盾的表现。 

经征局是赵尔巽在既有的税收体系之外设立的税收机构，它的设立无疑会招致既有的税收征收机构 衙门书吏特别是户

房这样负责田赋、摊捐征收的部门的强烈不满，主要原因是户房等房的书吏少了一大笔在赋税征收过程中享有的规费及其他陋

规。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巴县三里粮班书役在给巴县县令的禀文中说，“情役等均系三里领役，历办契税纳粮等差无违”，但

现在“税契、印红并油、酒、肉厘各项，概提经征局委员经收”。这一变化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藩宪历年宪书银

百二十两，解费银二十四两，外三费、书札以及年挪抬垫粮银二千余”都没有着落，对他们来说是损失了白银二千多两，“悉

冀仁天赏给税契三分垫赔各款”，要求该县经征局从所征的税契银中予以赔补。[68]这还是官方认可的规费损失，若加上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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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陋规，户房书吏的损失数目远在白银两千两之上。 

四川设立经征局，由省级税收征收机构统一征税，在州县层级实现行政与财政的两分的做法，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宣统元

年八月，清政府以“办法完善、有益国课”为由令各省仿照四川，设立经征局。[69]这也得到部分省份的响应。吉林江苏成立了

与四川经征局职能类似的机构。这反映了清末新政过程中，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新式税收机构来达到强化对地方税收稽征，筹集

新政各项事务经费的努力；也反映了清政府州县行政机构行政权、财政权逐渐分离的“近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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